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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
“失灵”与理性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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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学术评价的价值理性注重学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然而,异化的工具理性价值解构、

裹挟了学术评价的价值理性基础,学术评价出现根本性的价值偏移或错位。大学学术评价在组织实践、制

度规制与国际开放的理性计算、内卷倾向、“脱域化”表征,折射出学术评价功利主义驱动下的微观行动,

“自上而下”的行政科层复制,全球学术评价趋同性竞争的技术治理“失灵”逻辑。助推大学学术评价的价

值理性复归,应落实质量导向的内涵式学术评价,走出学术评价改革制度自循环困境,平衡学术评价自主

与国际开放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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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主要表现为实现评价目标而使用的技术、工具和学术评价过程中的

理性化管理方法、手段。因此,相应技术治理概念存在两条不同的逻辑脉络:一条是国家在实现

管理目标过程中采取的“技术性”方式,强调工具化的权力技术运用;另一条是强调信息技术等先

进技术手段在国家治理中的运用。[1]技术治理本身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体,只是在具体实践

中被惯性地简化成更为具体的AI、计算机、云计算、大数据网络等技术或工具等形而上的形态,

忽视了技术治理更为深层的国家治理理性方法、手段,不断演化的行政科层调控与意义实现过

程。因此,技术治理内嵌不同的理性具象化表征与内涵,既包括浅层的工具、信息技术使用与扩

展,也包括治理实践中更为深层的工具理性、科层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是后者的具象化而后者

则是前者的价值基础与支撑。技术治理本质上强调实现治理目标过程中治理方式、手段的技术

化、隐秘化、间接化,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客观统一。围绕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本色,学术

评价指对某一学术实体(如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文献、文献作者等)在“质”与“量”层面对其

他学术实体或科学发展产生理论和实践影响程度的度量[2],是对效率、质量、有效性等价值认知、

价值判断、价值实践的综合活动与判断过程。学术评价标准是评价的形式与通道而学术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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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趋向才是评价的本质,学术评价的价值初衷在于更好地培育高质量人才、增进学术进步与创

新、提升学术水平与学术质量。自然,学术评价内嵌着技术治理的属性、特质与内在要求,有怎样

的价值导向与价值基础就会造就怎样的评价实践。然而,鉴于学术评价技术治理实践的避险避

责、化约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具主义,异化的学术评价天平过度偏向工具理性而背离价值理性,相

应技术治理终归是一种具有短暂性、临时性、替代性的实践方法和手段,评价具有治理的功能,是

治理工具和治理实现目标的手段[3]。

整体来看,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初衷是通过引入诸多技术治理要素提升学术评价效率

和有效性,达到提升大学学术创新与学术质量的目的。无奈大学学术评价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被

科层管理、功利主义、简约主义的工具理性价值“裹挟”,学术评价的价值理性被严重挤压以致出

现根本性的价值偏移或错位即:本应服务于提升大学学术发展水平与质量的精细化评价治理工

具与治理方式反倒成为当前阻碍大学学术发展、学术创新和真正有效落实“破五唯”政策的不利

因素。大学行政管理者越想通过成熟、精致的评价制度、考核机制、隐秘政策管控等技术治理工

具解决定性评价中的熟人关系、人情往来等主观化弊端,反而越被学术评价的技术工具束缚而步

入进退两难的“失灵”境地。异化的大学学术评价并不能有效提升大学学术创新能力和学术质

量,因为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失灵”本质在于以形而下的评价形式取代或异化了形而上的

价值理性与内容即:学术评价的目标置换或目标偏移违背了以评价诊断学术问题、以评价促进学

术创新、以评价监督学术成效的初衷,更多是为了评价而评价,评价的技术功用及其资源调配权

力被无限放大。为此,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

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尽管在“破

五唯”政策强势推动之下已有高校开始梳理与修订内部学术评价规章制度,然而在“唯五唯”强劲

惯性作用下,高校难以有效革除“五唯”的顽瘴痼疾,转而以模糊、定性的规章制度替代具体的“五

唯”条件或是以“跟风”观望的姿态等待其他大学学术评价的改革经验。大学在具体落实“破五

唯”政策过程中选择停留于文本之上,单纯“文本化破五唯”或“文件化破五唯”。为此,结合长期

以来异化的学术评价治理实践和有效落实“破五唯”政策的迫切需求,亟待探究大学学术评价的

技术治理“失灵”的复杂逻辑。相对于深描大学学术评价实践活动的操作问题、管理问题、机制问

题,研究跳出了就学术评价谈评价的思维惯性,将技术治理延展至大学学术评价改革领域,探究

异化的学术评价实践背后的生发逻辑。从大学学术评价的微观组织实践、中观制度规制和宏观

国际开放三个层次,逐层探究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失灵”表征、生发逻辑与优化路径。依次

回应了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是什么,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失灵表征有哪些,怎样生成以及如

何实现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价值理性复归等主要问题。以期真正破除“唯五唯”的传统惯性,有

效实现新时代“破五唯”政策落地,提升大学学术创新的能力与质量,实现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现

代化。

二、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失灵”表征

技术治理囊括日趋精细的组织实践技术与工具,不断演化的行政科层管理与意义实现过程

以及深层的国家治理理性方法、手段,三者各有侧重并相互作用建构大学学术评价的特定场域。

大学学术评价深受组织行动、公共政策以及国际趋同学术评价导向的共同作用,异化的学术评价

价值导向解构了学术评价本应坚持的价值理性。为此,研究从微观组织实践、中观制度规制和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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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国际开放三重视野,观照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的理性计算、内卷倾向、“脱域化”的“失灵”

表征。

(一)组织实践:学术评价的理性计算

微观层面,大学是典型而独特的公共组织,大学学术评价最根本的公共价值取向是通过评价

改革来培育高质量人才、提升学术质量、促进学术创新、增进学术诚信。大学本为日常高度专业

性学术评价活动的具体组织行动主体,当下的学术评价组织实践却表现出理性计算的工具化、精

细化的异化导向即:行政科层运用数量化,功利化,指标化等评价标准简化与调控学术评价流程;

不断强化的市场竞争机制成为学术评价的指导理念,大学在追求高绩效的同时挤压了学术信任

与学术忠诚的空间。

1.科层理性主导的学术绩效

为了更好回应政府与社会的多元期待与复杂需求,公共行政在“解制放权”的同时引入绩效

评估与“类市场化”的问责机制,大学行政科层管理者“摇身一变”成为学术资源的评价者与调配

者。理性计算导向下的学术评价暴露了大学的学术不自信,数量化、功利化、指标化的学术评价

更多只是为了方便大学内部行政绩效统计与问责,助长社会公众爱慕虚荣的气势并不利于助推

学术创新和提升学术质量。行政管理部门助长学术功利化之风:以利益、荣誉为诱惑,以项目、论

文数量为考核指标进行所谓的“管理”[4],将压力型体制的理性工具技术嵌入到科层行政体系,学

术评价更多作为一种工具技术手段存在。其一,大学行政科层主导了学术评价标准制定,从基层

院系再到校学术治理组织,经过所谓的合法性程序得到的评价结果总是符合行政职能部门的期

待。所谓的学术质量保障是一种非常理性过程,相应的结果必须符合最初的政策目的、要求与指

标[5],而参与学术评价的“学术同行”或“外审专家”只需要对照大学行政职能部门事先制定好的

学术评价标准或指南画圈、打勾、“背书”、统计打分即可。行政科层组织将外在人为设定的标准

取代本应由学术同行决定的学术标准,学术评价异化为一种简单易行的评价符号或评价形式,更

多是行政科层主导的学术评价价值却并不一定是学术共同体坚守的内在价值。其二,在功利主

义导向下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教师沦为完成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制定各项学术评价任务、达成考核

目标要求的被考评对象并成为追逐与相关指标挂钩的物质报酬和各种帽子背后经济收益的博弈

者、“买卖人”[6]。大学行政科层负责核算不同层级、类别教师的学术产出,“挣学术工分”的“无硝

烟”争斗在大学内部早已弥漫,“publishorperish”的职业压力不仅会加剧教职之间的恶性竞争

和教师对行政管理者的不信任,也可能异化师生、导学关系,加剧部分教师压榨学生或侵犯学生

合法权益的风险,破坏和谐、信任的师生关系;可能导致教师以学术成果“卡”学生、变相阻止学生

毕业就业或更有甚者导致师源性骚扰学生等行为,或以极端方式转移、宣泄职业考核压力。归根

结底,求速度、求效率、求产出、求数量的学术评价实践,更多是大学行政科层管理者向政府“交

差”和博得社会关注的“邀功”行径。

2.市场忠诚与学术忠诚两难

为了有效应对学术评价的工具理性压力,大学内部的教师、管理者、学生等核心行动主体被

置于市场忠诚与学术忠诚的两难境地,割裂了大学组织原本统一、和谐、信任的学术生态。一方

面,为了在“研究-产出-绩效-投入”链条上不断获得更高学术声誉和财政资助,大学忽视了高质量

的学术创新活动,学术评价工于数字化指标计算,数量化、简单化、指标化成为大学学术评价惯用

的工具与技术。大学自身多数评价活动指向功利化,而无功无利的活动和成熟期缓慢的长期计

划在要求短期效益的制度压力下幻化为泡影[7]。量化导向诱致学术评价异化即:量化为主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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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评价意在通过客观、公正的数据评估大学学术创新程度却反被简单化、指标化、数量化的统计

技术“裹挟”或“绑架”。表面上,大学学术排名提升、项目获得增多、论文产出增加、获奖级别提

高,实际上却无实质性学术创新或亦无学术贡献,有的只是“转眼即逝”的学术“泡沫”和学术资源

使用的低效。“多多益善”的学术GDP、科研GDP带来学术数量与学术产出的极大“繁荣”,学术

“大跃进”加速而学术“含金量”降低。另一方面,量化导向的学术评价下,高校实际上从上至下忙

着统计学术科研数据,忙着对照年度、聘期考核标准与要求,忙着以学术绩效指标逐一“对号入

座”。然而,只要学者之间的竞争性没有改变,量化评价的需求就很大,实现定性评价困难就很

大。[8]学术锦标赛之下,大学更像是从事学术生产的学术工厂而不是崇尚学术本真之地,“类市场

化”的学术评价讲求多少财政投入、多少项目资助等同于多少学术论文产出、获得多少奖励、培养

多少学生。大学为了提高整体排行榜、科研政绩、评价得分,主要工作和目标围绕各种检查、评

估、验收、评价、评比、排名转。为了达到绩效考核标准与要求,教师、学生犹如“提线木偶”般顾及

学术生存问题却无时间与精力探究如何提升学术创新与学术质量,更有部分高校因学术评价问

题爆出师生极端维权的事件。教师与学生深处异化的绩效考核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一方,即使

师生采用极端维权的方式,也仅是无力的、挣扎似的抗争。而这使参与其中的教师疲于应付诸多

行政考评指标,损害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核心关键的长远研究能力[9]。

(二)制度规制:学术评价的内卷倾向

中观层面,技术治理作为政策工具当其价值取向集中于行政取向、经济取向或功利取向而偏

离公共价值时,治理失灵现象便会产生[10]。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尚未能很好地转化为推动学术评

价创新的根本动力,在学术评价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改革“徘徊”和制度供给有效性不足的双重

问题。

1.公共政策主导下的“徘徊”改革

纵观国内学术评价制度改革变迁历程,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评价制度与政府治理模式

都经历了从服膺“价值理性”到服膺“工具理性”的转变过程,在转变中二者实现互构,学术界却缺

乏足够的自我反思与行动[11]。大学学术评价改革历程历经多个阶段:从早期的服务于“政治评

价”到注重“行政评议与同行评议相结合”的定性评价再到基于工具理性导向的量化评价,最后转

变为定性与量化结合的综合评价。然而,无论是定性主导或是定量主导下的大学学术评价,两种

以不同方法论为基础的学术评价内嵌的固有缺陷与选择代价都会“如影随形”的伴随评价改革实

践。大学在外部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下,原本周期性、长期性运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具有自组

织调节功能的高校被来自教育外部忽左忽右的政策体系所掣肘,不知所措[12]。而“忽左忽右”的

评价改革动向反映其实践过程中的内卷化困境即:大学似乎并没有时间停下来主动反思更为深

层的学术评价改革到底走向何方的哲学问题而是“随波逐流”或反复折腾,更反映出学界、社会对

公共行政过度调控大学学术评价制度改革的反思,似乎学术评价制度改革“走着走着”又回到原

点。尽管学界对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优势与劣势的反思仍旧“纠缠不清”,如何平衡价值理性与

工具理性内在张力实际上决定了大学学术评价改革的政策取向,基于价值理性导向的定性评价

和基于工具理性导向的定量评价相结合更像是学术评价制度的“轮回”。因为在没有完善的学术

评价制度规制之下,定性与定量“两结合”的评价模糊了谁是评价主体这一关键问题,似乎学术共

同体和评价机构是对等的评价主体[13]。然而,在并不自律的学术环境中,并不客观、公正的学术

评价将会伤害学者和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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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评价制度供给有效性不足

公共行政主导下的定性与定量评价改革徘徊过程将大学内部学术共同体胜任无力,以及将

大学外部看似独立且能够吸引社会、政府关注和合法性认同的社会评价的负向作用无限放大。

盛行的商业机构主导排名评估,商业机构推出的大学排行榜貌似精确其实模糊,大学过于关注指

标,甚至通过商业操作“花钱买排名”,结果导致“五唯”[14]。一方面,大学学术评价过程中,规避

同行评议主观性风险既涉及有效学术评价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也涉及潜在学术治理价值与文化

规约。定性评价能在价值层面筛选和把握被评价对象的学术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却极其容易陷

入根深蒂固的熟人关系文化“旋涡”之中而不能自拔。随机遴选专家的规则只是降低了搞人情关

系的可能,但却并不能解决专家是否称职、是否有能力胜任、是否认真负责的问题[15]。毕竟,有

效发挥同行评议作用的前提在于学术同行能够自觉、自律地遵守学术治理规章制度,坚持学术理

性及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在约束。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得精准技术导

向为主的量化评价难以胜任,也就给人情价值留下运作的空间与可能。另一方面,具体、客观、精

确、可比较、易操作的量化评价设计便于绩效问责的初衷,便于提升行政效率与效益,却很难真正

促进大学学术创新。量化为主的学术评价制度外化于学术求真、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价值,更多

是为了防范与克服学术评价过程中的“学术黑社会”问题。而引入定量评价机制和契约化管理模

式的根源,就在于当代中国大学和院系难以解决人的问题,即如何才能有效地规制人情作用因

素[16]。关系、人情因素楔入学术评价,会抵消评价的客观性、公信度和有效性[17],正是由于大学

学术评价面临人情干扰乃至学术腐败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量化主导的大学学术评价制

度是为了抵制人情和权力滥用而不是服务学术本身或学术创新。

(三)国际开放:学术评价的“脱域化”

宏观国际层面,“脱域化”本质强调社会关系从彼此活动的原有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开来。

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失灵”表现为在全球化的学术评价合作与竞争进程中备受冲击,尚未

形成独具本土特色的大学学术评价体系,使大学过度崇拜国际学术评价标准。长期以来,中国大

学始终被缺乏合理、准确、系统的评价标准困扰,在国内商业机构量化评价主导下的“洋标准”“洋

指标”“洋名次”负面引导下,给中国大学乃至全球大学带来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18]。在国际

趋同的学术评价环境中,大学过度偏向国际学术评价工具与评价标准,学术评价话语被动式“跟

风”或过度追求“洋标准”,学术评价“脱域化”由来已久。

1.学术评价话语被动式“跟风”

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中,学历、论文和奖项一直扮演着学术符号筹码的功能———无论在哪国

从事知识生产活动,只要拥有国际知名院校博士学位,发表高质量SCI、SSCI论文并获得国际知

名奖项,就可以实现国际流动与全球认同[19]。长期以来,全球盛行的院校与ESI学科排名、学术

绩效评估、教职职业发展考核等学术评价指标体系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国内大学的全球学术

知名度与排名座次,但也将国内大学卷入实际上并不平等的全球学术竞争中,大学争相追逐国际

学术话语权。当前,在逆全球化强势冲击下,欧美国家开放政策多求自保和“去全球化”,大学作

为全球化的重要行动者与传播者也不能“独善其身”,如何保障与维护国家(地区)大学主动参与

全球学术竞争的话语权与学术自信,成为大学学术评价改革面对的国际难题。由于全球学术话

语权与学术评价体系以欧美先发现代型国家为主流,后发现代型国家的大学在全球化进程中处

于不利的竞争位置,既有全球大学学术评价媒介、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实质导向先发现代型国

家。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SSCI、SCI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英语使用者占绝大多数,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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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际学术共同体交流、学习,国内大学强化以英语为载体申请项目、发表学术论文。然而,对人

文社会科学学科而言学者主要基于本土需要,更加关注本土性文化与社会问题,其研究受众主体

主要为本土读者[20]。在国际学术评价标准的调控和引导下,大学为“迎合”国际学术评价标准,

学术研究焦点由关注本土问题转向过度关注国际学术问题。早期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突发公共危

机的事件中,部分国内顶尖学者优先选择将最新学术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而并不是选择将

学术成果投入到指导本土防疫抗疫实践。然而,好论文一味“向外走”,会产生劣币驱除良币并让

中文期刊价值在国际学术领域受损,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较弱,学术论文外流成为一

种普遍现象[21]。值得注意,科技部在《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

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强调“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

成果应用到疫情防控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2.学术评价过度追求“洋标准”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确有“中国”特色,但中国大学排名的上升仍

然主要得益于对西方大学长期发展过程中确立的“游戏规则”(评估指标)的遵循或参照[22]。过

多强调国际共性与普适性价值的学术评价指标,将复杂而内隐的校情差异、学科差异、被评价对

象属性差异等统统简约化为通俗易懂的数据、指标、等级、类型,直接违背学术评价改革注重研究

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的初衷。针对长期以来“一刀切”式的以国际学术标准去评价国内学术成果

的异化实践,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

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不以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论

文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然而,在并没有确定一套能够有效替代过度追求

“洋标准”学术评价体系的情况下,大学学术评价改革仍惯性高看“洋标准”。部分大学教师绩效

考核或职称晋升条例中,或直接或间接将1篇SSCI期刊检索论文等同于几篇CSSCI来源期刊

论文的做法已是不公的事实,简单、粗暴的“等价置换”条件背后反映了大学对“SSCI”的过度迷

恋。一则,在“科学主义”而非“科学精神”助推之下,常常套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评价人文科学研

究过程及其研究成果[23]。大学习惯性地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

引文索引(EI)等三大国际主流学术引文索引作为学术评估标准,却并不在意盲目对标国际学术

评价标准将诱发优秀学术资源外流和本土学术话语权弱化的双重风险。二则,对标或圈定国际

学术期刊作为大学学术评价标准。忽视大学之间发展差异,也没有考虑学科内部以及学科之间

的区别。忽视了自然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与评价机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同自然科学

犯“SCI综合症”一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也在重蹈自然科学“SCI至上”的覆辙。同时,

大学争相办SSCI、A&HCI期刊,争相在SSCI、A&H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SSCI、A&HCI热在

人文社会科学界早已“见怪不怪”,抛弃或改造中国原有学术期刊的过程早已开始,而执迷学术评

价国际化到头来却可能“沦落”为异化的“SSCI”“A&HCI”罢了[24]。

三、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失灵”逻辑

由于技术治理自身不能突破工具理性价值的内在束缚,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运用的技

术越来越多,相应技术治理工具日益多样。然而,学术评价的工具与手段日益精细化过程,很容

易导致本末倒置的“失灵”问题即:学术评价的工具理性促成自我扩张与强化,使得本应追求的价

值理性迷失或异化。透过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失灵”表征,依次从微观组织、中观制度、宏

观国际揭示其技术治理“失灵”的复杂逻辑(如图1)即:功利主义驱动下的组织行动,“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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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科层复制,全球学术评价的趋同性竞争。三者共同作用诱发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失灵”。

图1 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失灵”逻辑

(一)功利主义驱动下的组织行动

微观组织层面看,大学学术评价运用量化、绩效问责、竞争排名等学术评价媒介驱动了理性

计算导向的组织实践。技术治理作用机制主要包括:量化信息收集机制、清晰运算机制、精细管

理机制、智能处理机制[25],大学借助量化信息收集机制、清晰运算机制、精细管理机制与智能处

理机制规制、调节、奖惩大学内部教学、科研、行政管理者等多元行动主体的行为或学术偏好。功

利主义实践和可预期收益与回报直接联系,为了达到特定目标大学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职能和

形式化的学术评价标准、要求之间紧密联系,学术评价技术与工具日趋多样化、精细化、隐蔽化。

科层理性主导的学术绩效,学术忠诚与市场忠诚两难的理性计算问题暴露了实施学术评价过程

中的功利主义与简约主义的倾向。功利主义、简约主义深深楔入大学学术评价的组织行动过程

中,学术评价的组织实践走向重“数量”、行政绩效、市场竞争,学术评价迎合了功利主义却背弃了

学术质量、学术创新、学术求真的价值理性。功利主义驱动下的微观行动者主体及其行为追求满

足技术治理的异化指标与标准,却并不能真正有效促进学术创新和维护学术价值,在功利化导向

下,知识的实用动机更加强烈,大学排行榜的数据遮蔽了高等教育应有的职能[26]。

简单化、绩效考核、市场竞争三大常用的治理技术共同作用于大学学术评价,功利主义的异

化价值调控了微观行动者的行为。首先,看数量、论指标的学术评价活动异化了学术劳动对象、

劳动工具与劳动活动。数量化、指标化、标准化的学术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将师生、行政管理者

牢牢“捆绑”于明确而又具体的指标数据中,学术评价更多注重满足外在的显性学术标准,达到满

足评价要求。而简化的技术治理工具误将功利主义驱动的学术评价等同于维护学术创新、学术

协商、学术求真的过程,忽视了数字技术不断强化大学对教师劳动的监管,发表的数量与被引用

次数成为大学评价教师的最直接和最简单易行的工具[27]。其次,工具理性导向下的学术评价直

接将评价诊断过程和高校师生绩效问责机制挂钩,间接调控大学学术活动的方向、过程与重心。

技术治理强调以目标责任制、量化指标为工具的绩效考核,也强调上下级组织的规制监督[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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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者为了快速而有效衡量与评估学术目标实现情况,依据简化的学术评价结果“论功行赏”,

学术资源、学术规划、学术重心等流向“榜上有名”的优势学院、一流专业学科、重点团队、学术大

咖,而弱势的学院、学科与教师难以“分到羹”,学院之间以及学院内部学术分层的差距不断扩大。

最后,市场竞争或“类市场”竞争机制下的学术评价注重学术收益与学术成效,“投入-产出”与无

差别竞争更多是外部理性刺激与激励的结果,是一种基于工具理性计算下的收益与风险评估过

程。只是,如果组织因为遵从外部环境要求而获得了回报,那如何才能认为这样的遵从不是建立

在那些寻求合法性行动者计算性行为的基础上[28]。大学学术评价使用的市场竞争工具,不再是

为了维护学术评价应有的价值规范,也不再是为了推动学术创新和提升学术质量,更多是盘算着

怎么达到现有的评价标准,怎么迎合现有的评价体系和怎么获取最大化的学术竞争收益。过度

的学术市场化竞争忽视了学术共同体内部合法性价值的重要性,加剧行政管理者与师生以及师

生内部的不信任,解构了大学和谐、民主、合作的学术文化。

(二)“自上而下”的行政科层复制

从中观制度看,行政科层本质上具有自我复制的属性和作用机制,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

具有很强的复制与扩散倾向。然而,为什么技术治理的推动逻辑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

上”,主要是因为行政规则制定权往往掌握在上级政府,下级政府若自发创新制度和规则承担着

行政风险,但如果创新的规则和做法是从中央政府发起,这些新的制度就自带“合法性”,下级政

府只需效仿即可[29]。因为制度实施与扩散过程中存在明确的清晰化逻辑,清晰化是国家机器的

核心问题[30],政府作为技术治理的发起者和实施者,在制度落实过程中其权力并未消退而是以

隐蔽的形式发挥主导作用,技术治理以保持现有制度为根本前提,通过局部性调整解决社会问

题[31]。政府不再直接管控学术评价而是借助于制度、计算、策略等特殊手段与技术开展间接性

引导与调控,相应制度实施过程演化为技术治理。在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活动中,行政科层

为了解决技术治理的不确定性,通常会将管理技术和治理手段变得日益标准化、技术化,大学学

术评价的行政科层管理内嵌外部公共行政管制与内部组织科层扩散的双层逻辑。在公共行政的

强势主导下,大学学术评价改革深受政策工具的吸附与驱动作用,为了更为有效实现既定学术评

价目标和形成快而精准的学术评价反馈,政府向大学解制放权的同时间接强化内部组织管理权

力,公共政策的意图及其具体化的治理技术通过行政科层“自上而下”的作用通道实现有效复制

与扩散。

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理念构想、理想模型、操作逻辑本无可厚非,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技术治理的“失灵”偏差。“治理术”意味着政府作为权力主体掌握了整套

技术性知识,并开始进入微观权力的实践场域,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事实[32]。大学学术评价

的技术治理“滥觞”与实践低效或无效,凸显学术评价“术”的工具而忽视了评价的价值引导,学术

评价的技术治理“失灵”主要表现为学术评价的价值失真与替代。其中,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失

真指将复杂的学术判断简化为符合行政科层期待的方向,却不一定能看清楚确切的方向与目标,

只是看到自身倒影,因为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时,可能看到自己的影子[33]。学术评价的

技术治理替代表现为“技术”重于“治理”,过度重视技术利用过程。学术评价的公共政策过多干

预大学学术评价改革,以公共政策目标替代或左右大学内在的学术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公共行

政调控大学学术评价的工具或技术并由大学行政科层通道传递至大学内部的各个层级,大学行

政科层沿袭、复制了公共行政的治理技术。学术评价的技术反治理并不是拒绝技术治理,而是不

同权力者运用权力机制为自身谋取利益的行为[34]。为了有效回应公共行政主导下的学术评价

改革和突破学术同僚管治缓慢、低效的不足,学术评价的制度设计沿袭了行政主导的惯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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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学术评价因工具化的评价方式、评价手段扩大了学术民主、学术协商与学术创新价值之间

的潜在隔阂,形成反技术治理的效应。归根结底,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并不是为了维护学术公共

利益,更多是满足行政考核的条条框框与行政管理标准,赢得既有权威的认同,行政主导的学术

评价替代了学术增进。

(三)全球学术评价的趋同性竞争

从宏观国际看,一直以来国内学术评价改革面对两个基本矛盾:一是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评

价机制,但如何建立起一个具有强认同感和公信力的评价标准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二是学术评价

如何平衡学术自主性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矛盾,建立一个符合中国自身学术发展的学术评价

体系和学术评价标准[35]。国内大学学术评价改革立足本土环境与组织实践需求,解决大学学术

评价诸多问题并实现自强自立与更高水平的开放。“总体方案”提出“坚持中国特色,扎根中国、

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作为国内教育评

价改革的最新纲领性文件,“总体方案”实际上从顶层政策设计层面明确了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

核心在于消除国内学术评价的诸多实践问题并完善评价制度,学术评价改革的最终价值指向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然而,在“破五唯”政策尚未明确细化实施的过渡阶段,长期运

行的“五唯”学术评价惯性作用依旧强烈,异化的学术评价实践仍以灵活应对的方式存在,学术评

价依旧高看“SSCI”“SCI”而低看“CSSCI”。

如何有效化解过度追捧国际趋同的学术评价标准或被国外学术评价标准“牵着鼻子走”的改

革困境,需要有效应对大学学术评价本土特色与全球学术评价标准的矛盾。大学学术评价的有

效制度供给指向国内,高等教育如何通过创新推动新时代评价机制改革,牢牢把握科技创新评价

主动权、发展主动权,提升大学参与全球学术评价的竞争力。大学学术评价改革指向国外,指向

更好地参与全球学术评价竞争与合作。在全球知识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大学学术评价

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日益强化,新自由主义理念作用下的学术绩效评估与问责机制成为全球趋同

的学术评价制度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与传播。在功利主义、工具理性“诱惑”与驱动下,国内

大学也深受全球学术评价趋同竞争的连锁影响。大学或对标全球主流学术标准与指标或争相同

全球学术排名机构开展合作或协商,谋求提升全球学术排名,大学也越来越注重全球学术排名、

学科排名、学术产出与学术收益。同时,全球趋同的学术竞争压力传递至大学,教职不得不接受

日渐增大的绩效评估压力,行政管理者转变成为绩效监督与问责主体,审计文化代表了金融的逻

辑,同时也带来新的道德观和个人责任感[36]。

四、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的理性复归路径

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应注重恢复和构建主客体的关系,而不是过于注重学术评价中技

术治理承担的“伪责任”。“失灵”的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更多追求功利主义导向的技术工具

更新,工具技术的更新进步永远无法取代治理制度。为此,应在大学学术评价改革过程中推动技

术治理和公共意图的重新契合,从微观组织、中观制度和宏观国际三个层面探究实现大学学术评

价的价值理性复归路径即:大学落实质量导向的内涵式学术评价,走出学术评价改革制度自循环

的困境,平衡学术评价自主与国际开放的张力。

(一)大学落实质量导向的内涵式学术评价

高质量是联结新时代与大学学术评价改革的关键结点,大学学术评价最终是为了繁荣学术

而不是提高组织管理效率。在全球知识经济竞争和“类市场化”政策共同作用下,大学内部强化

了学术绩效评估与质量保障,学术质量保障和产出监控与评估、问责、审计机制在全球高校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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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37]。为了满足日趋多元的社会经济发展、企业盈利、社会受教需求,大学面对巨大的绩效评

估与问责压力。评价中“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的“唯”导向机制实际上迎合了教育评

价简单有效的社会需求,形成教育和社会共谋的循环机制[38]。“数量化”“标准化”为主导的学术

绩效标准和大学行政科层管控之间形成了“共振”,大学行政管理者实际上演变为学术绩效的监

督者与评判者。行政科层通过引入“成本—收益”“全面质量管理”等绩效考核与问责机制,强化

了内部行政管控的权力及其工具理性。“自上而下”的学术评价改革停留于表面,而基于指标主

义的社会第三方评估更多以统计数据与文献计量为范式以和商业运营获利以目的,两者难以真

正被大学学术共同体遵从或执行。

克服大学学术评价的工具理性弊端,大学需坚持学术质量的价值导向,有效履行高质量教

学、研究以及培育高质量人才的职责。尽管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多元环境中,优胜劣汰的

压力迫使大学在意各种各样的评估和国际排名榜,以某种可以观察、可以比较的位次证明自己存

在的价值[39]。然而,大学发展声誉好与坏、学术竞争能力强与弱等并不取决于“排行榜”。大学

应重新审视世界大学发展的路径及基本格局,摆脱各种排行榜羁绊,不能误将学术产出数量,“荣

登”世界排行榜视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学术产出、学术排名仅仅是衡

量大学学术成就的一个指标或一个维度,“指标化”“数量化”“工具化”的学术绩效只是反映其学

术成就的局部而非全部。学术评价应指向更高标准的学术研究,指向为学术同行认可和信服的

科研成果,指向提升国家(地区)核心竞争力,指向增进全球人类知识发现与创新。大学坚持以

“总体方案”为指导方针,坚决落实“破五唯”学术评价改革政策,破除“文件化破五唯”或“形式化

破五唯”评价改革新困境。大学学术评价改革应避免跟风与观望的“懒政”陋习,系统梳理并革新

内部简单化、数量化、指标化、功利化的评价规章制度。同时,构建分门别类的具体化评价实施细

则,为大学实现高质量导向的内涵式发展松绑,将大学从异化的学术评价中解放出来。

(二)走出学术评价改革制度自循环的困境

大学学术评价改革植根于本土语境,大学学术评价制度改革需要反思如何走出内卷化的自

循环困境,而不需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实践,更不需要运动式治理。应对大

学学术评价改革内卷化困境,坚持落实“总体方案”关于“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

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精神,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张力而不至于使两种不同价值导向下的

评价改革走向异化。走出大学学术评价自循环困境,需要厘清“为谁的改革”和“谁需要的改革”

两个基本问题。前者突出在有效推动大学学术评价改革进程中,公共行政应该以长远规划引导

与监督大学学术评价而不能将公共行政的外化价值附加于大学。后者强调大学学术评价改革旨

在充分激发学术创新内在活力与提升质量,强化大学参与全球知识经济竞争力与话语权而不是

为了提升公共行政政绩。

在完善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基础之上,实现有效学术评价需要统筹自然形成的学术秩序和

成熟而健康的学术传统的共同作用[40]。一方面,大学学术评价改革需要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支

持与保障。公共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改革本质上是基于理性设计的规制性秩序,如何将外部学

术评价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和大学内部学术评价实践对接成为大学学术评价有效变革的前提。

为此,应将学术评价纳入大学治理中,统筹考虑政府、社会、大学等主体在推动大学学术评价改革

中的复杂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健全大学评价制度体系,完善大学学术评价的参与规则与程序、议

事与评价过程、利益回避与监督机制、救济与申诉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回溯与问责处罚机制,确

保学术评价的程序正义与结果公平、公正。另一方面,良好的学术评价制度实施需要培育遵守公

正、诚信、合作、创新的学术理性价值。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归根结底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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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和社会评价机构来执行与落实,参与大学学术评价的多元行动主体应坚持“同行评议”“分类

评价”的原则与程序。尊重并自觉维护专业学术理性的价值规范,培育学术公正、维护学术诚信、

促进学术创新的价值理念,抵制工具化、功利化、指标化、人情化价值的左右或侵蚀。

(三)平衡学术评价自主与国际开放的张力

实现大学学术创新活动的传承与扩散,应平衡大学学术评价的主要矛盾即:平衡国际趋同的

学术评价竞争和立足本土实践的大学学术评价改革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全球大学与学科学术

排名、国际趋同的学术评价标准等为大学提供重要的竞争与合作平台以及学术参考信息,国际主

流学术绩效评价标准、规范等被高等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垄断,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制定学术评价标准主要参照、学习发达国家学术发展范式甚至向国际学术评价标准靠

拢或保持一致。因此,在并不平等的学术评价环境下竞争全球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排名席位和努

力获得全球大学认同,存在不利的成分。但是,不同于正式制度的脚本设计,大学组织文化发挥

重要作用,因结构约束、文化传统与环境压力差异,不同国家大学的改革深度不同[41]。大学学术

评价不能忽视国内大学学科、专业的内在差异,不应以牺牲或损害本土大学学术知识活动的传承

与创新为代价,更不应违背大学发展的环境与规律。唯国际学术排名、国际学术期刊至上的大学

学术评价标准忽视了学术环境、学科与本土文化礼仪与价值传统的巨大差异,以英语为传播载体

发表的学术成果不比母语研究更能揭示和解决本土问题,必须正视本土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

另一方面,大学学术评价改革应立足本土学术活动传承,主动对接国际学术评价标准、评价

体系。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逆全球化进程,绝不能关起门来搞教育评价改革,而是应

加强教育评价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22]。构建本土特色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绝不意味着学术

评价改革“关起门来”或同全球学术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脱耦,而是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与更高层

次的学术评价开放,构筑国际学术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应以国内大学学术评价改革实践与时代

需求为根本方向,盘活本土大学学术评价机制与国际学术评价体系的联动机制,建构有利于本土

大学学术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学术评价体系。紧密结合国情、政情与校情,破除对国际学术评价标

准的过度依赖与迷信,以客观、科学、理性的姿态吸收全球大学学术评价体系,提升国内大学的全

球学术竞争力和国际学术认可度。

五、结语与展望

现代化是评价的终极价值目标,技术治理是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工具,技术治理的绩效在

不同类型的治理领域中存在较大差异,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是提升大学治理能力与实现治

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的重要途径。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作为大学治理现代化推进的传统弱势

领域,置于大规模预防型治理领域之中尚不能有效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究其原因,大学学术评

价的技术治理本身实质上并不自带现代化属性,并不能真正地促进大学治理现代化。技术治理

要推动治理现代化,必须摈弃技术治理自我合法化的谬误并充分认识技术治理的内在缺陷和功

能弱点。因为,介于技术的术层面(即现象层面)被过度开发和利用,而技术的目的层面(即知识

和价值层面)被越来越弱化。[42]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以信息量化、清晰预算和精细管理等作

用机制契合了精准治理与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需要,提升了行政体系的传统优势领域即:小幅度

地提升了大学学术评价的诊疗性治理能力,却没有真正提升大学学术评价的诊断性治理能力。

日趋隐秘、精细、功利化的工具、手段和技术引入大学学术评价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技术治理不

仅指代实体的技术,更指代支配创新行为策略的深层逻辑。技术治理本身与重心在价值层面而

不在技术层面,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也并不一定能真正赋能于学术评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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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治理创新中越是强调治理效率和技术有效性,就越需要将大量精力分配在构建复杂

的机制和技术设计上,政府越是应用复杂机制和技术就越需要创建更多的辅助技术支持系统来

支撑新技术的有效性,形成技术治理的自我强化机制[43]。政府、大学、社会、师生等核心行动主

体本意通过借助技术治理的技术性与程序性规定、标准、指标等绘制构建培育优质人才与强化学

术创新的清晰图像。然而,异化的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实践却“适得其反”,评价的工具理性

蔓生并替代、左右价值理性,使学术评价本应追求的图像变得更为模糊。为此,学术评价活动主

体应避免单一思维和价值判断标准,确立正确价值导向,引导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活动本质[44],实
现学术评价治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融合与统一。大学学术评价的技术治理“失灵”问题

暴露出评价制度及其价值规范的缺陷,相应治理变革需求与变革方向也就日益明确。为了更为

有效应对大学学术评价理性计算、内卷倾向、“脱域化”的技术治理“失灵”问题,应通过创新评价

方法树立中国标准并凸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谋求更深层次的与之适配的内隐而稳定的学术

评价价值规范与文化支撑即:创新大学学术评价的意义建构与扩散机制。

参考文献:

[1] 陈天祥,徐雅倩.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 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J].社会,2020(5):137-168.

[2] 李秀霞.学术评价研究的新视角[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9(4):18.

[3] 周作宇.论教育评价的治理功能及其自反性立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8):1-19.

[4] 《社会科学》编辑部.学问不能去幻化,但要去功利化[J].社会科学,2021(8):卷首语.

[5] STENSAKERBR.Outcomesofqualityassurance:adiscussionofknowledge,methodologyandvalidity[J].QualityinHigher

Education,2008(1):3-13.

[6] 李立国,赵阔.超越“五唯”的学术评价制度:从后果逻辑到正当性逻辑[J].大学教育科学,2020(6):4-7.

[7] WILSONL.Theacademicman[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2:219.

[8] 凌斌.学术评价机制与大学的两个世界[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72-181.

[9] MARGINSONS.GlobalperspectivesandstrategiesofAsia-pacificresearchuniversities[G]//LIUNC,WANGQ,CHENGY,

eds.Pathstoaworld-classuniversity:lessonsfrompracticesandexperiences.Boston:SensePublishers,2011:3-27.

[10] 王长征,彭小兵.技术治理与制度道德[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6):35-36.

[11] 袁同成.我国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逻辑考察:基于学术场域与权力场域互构的视角[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112-117.

[12] 董云川.高等教育普及化语境下的评价反思[J].江苏高教,2021(4):1-5.

[13] 朱剑.“三大核心”:拿什么来取而代之? ———学术评价的困境[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25.

[14] 周光礼.以评价改革为抓手 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EB/OL].(2021-07-12)[2021-08-09].http://erc.ruc.edu.cn/xwdt/

yjdt/7c42be470ed447ddbed365e2195e3547.htm.

[15] 朱少强,张洋.也谈学术评价的公正评价机制[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9(5):60-68.

[16] 凌斌.学术评价机制与大学的两个世界[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72-181.

[17] 李立国,张海生.高等教育项目治理与学术治理的张力空间———兼论教育评价改革如何促进项目制改革[J].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5):135-145.

[18] 马陆亭,王小梅,刘复兴,等.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笔谈)[J].中国高教研究,2020(11):1-6.

[19] 罗燕.“五唯”学术评价的制度分析———兼论反“五唯”后我国学术评价的制度取向[J].复旦教育论坛,2020(3):12-17.

[20] CHOUCP,CHIUYJ,LINHF.TheimpactofSSCIandSCIonTaiwan􀆳sacademyanoutcryforfairplay[J].AsiaPacific

EducationReview,2013(1):23-31.

[21] 中生.好论文都出国了! [J].编辑学报,2021(4):421.

[22] 王建华.教育计划、量化评估与一流大学[J].江苏高教,2021(3):1-8.

[23] 仲伟民.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几个问题———从学术评价的实质性标准谈起[J].学术界,2014(7):41-52.

[24] 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126-137.

[25] 彭勃.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转型:治理现代化的视角[J].社会科学,2020(5):3-12.

281



[26] 李海龙.知识制度化进程中的大学[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2):17-24.

[27] 王英杰.重构学术共同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治理制度和组织文化[J].比较教育研究,2021(5):3-12.

[28] 沃尔特·鲍威尔,等.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06.

[29] 梁玉成,政光景.打破技术治理悖论———从“默顿系统”迈向“牛顿系统”的技术治理转型[J].社会发展研究,2020(1):4-22.

[30]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导言).2012:2.

[31] 苏永建.体制化的技术治理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J].高等教育研究,2017(3):10-17.

[32] 梅勇,熊进.政府“治理术”与学术“商品化”———威廉·克拉克论德国现代大学学术体制的建构及启示[J].高教探索,2021

(1):123-128.

[33] 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J].社会,2018(3):46-78.

[34] 刘永谋.技术治理、反治理与再治理:以智能治理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19(2):29-34.

[35] 覃红霞,张瑞菁.SSCI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之反思[J].高等教育研究,2008(3):6-12.

[36] 项飚.为承认而挣扎: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现状和未来[J].澳门理工学报,2021(4):113-119.

[37] MARGINSONS.Thepublicprivatedivideinhighereducationaglobalrevision[J].Highereducation,2007(3):307-333.

[38] 崔保师,邓友超,万作芳,等.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J].教育研究,2020(8):4-17.

[39] 季卫东.重新认识国际化时代的大学评估[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73-78.

[40] 於兴中.有效学术评价的前提:自然与人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79-81.

[41] CHRISTENSENT,LæREIDP.Newpublicmanagement-underminingpoliticalcontrol[G]//CHRISTENSENT,LæREIDP,

eds.Newpublicmanagement:thetransformationofideasandpractice.Aldershot:Ashgat,2002:24.

[42] 马卫红,耿旭.技术治理对现代国家治理基础的解构[J].探索与争鸣,2019(6):68-75.

[43] 付建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发生机制与内在张力———兼论社会治理创新的技术治理逻辑[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8(6):181-190.

[44] 索传军.论学术评价的价值尺度———兼谈“唯论文”问题的根源[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1):122-131.

TheFailureandRationalRestorationofTechnicalGovernanceintheAcademicEvaluationat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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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valueofuniversityacademicevaluationliesinacademicinnovationandqualitydevelopment.However,the
valueofalienatedinstrumentalrationalitydeconstructsandcoercesthevaluerationalbasisofacademicevaluation,and
thereappearsafundamentalvaluedeviationordislocationinacademicevaluation.Therationalcalculation,involution
tendencyand“delocalization”ofuniversityacademicevaluationinorganizationalpractice,institutionalregulationandin-
ternationalopennessreflecttheaseriesof“failures”ofthetechnologicalgovernance,suchasthemicro-levelactions
drivenbyacademicevaluationutilitarianism,“top-down”administrativebureaucraticreplication,andtheglobalacadem-
icevaluationconvergencecompetition.Topromotethevaluerationalityofuniversityacademicevaluation,itisnecessary
toimplementthequalityorientedconnotativeacademicevaluation,getoutoftheself-circulationdilemmasofacademic
evaluationreform,andbalancethetensionsbetweentheacademicevaluationautonomyandinternationalopen.
Keywords:universityacademicevaluation;technicalgovernance;“failure”ingovernance;rationality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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